勉忏悔者，实自讼之深者

——孤山智圆的身、心理论与宋初儒释思想的整合

苏州大学哲学系    吴忠伟

学界公认，儒释整合是宋代思想发展的主导方向和内在机制，新儒学（理学）的形成即是一个明证。不过在宋初思想界，天台山外派名僧孤山智圆（976—1022）更早提出了“释道儒宗，其旨本融”的主张，展开了基于释教立场的儒释整合。对于智圆的整合理论，前彦时贤已有述及，
不乏精彩之论，但关注点较多集中在其思想与新儒学兴起的因缘关系，而于其理论的天台佛学背景和天台思想形态自身的转化则疏于考察。有鉴于此，本文立足于对智圆身/心理论的分析，着重探讨其儒释整合论与佛学主旨的内在关联，以期说明宋初天台佛教思想形态自身的“形变”和整体化的机制，进而彰显宋初佛学在宋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
一、理忏与自讼

治心之学是智圆判释三教时对佛教的定位，也是其对佛教思想形态的新表述。在传统的三教论衡中，儒、释之教均是作为独立完整的修行理论体系给出的，区别只是世间法、出世法的不同身份，治心并不具有必然的佛教身份与价值归属。从儒家来看，《大学》已以“三纲八条目”形式明确将“修身”与“治心”（正心、诚意）连通起来，
使之构成为儒家修行实践的连续性环节。至于佛教，虽然特别发展了一套对治心念的禅定（止观）之学，但戒定慧三学体系的施设表明，佛教对治妄心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对身的处理构成一个整体。由于儒、释有着不同的身、心观念，也就发展出了不同样式的整顿身、心的技术。故当智圆以治心为佛教之本务时，这虽是对佛教的拘束，但同时也是对儒学修行功能的一个限制。在此“转折”过程中出现了双重置换：一方面，佛教将“身”让渡给儒学，从而将儒学修身纳入到释子的修行体系中，故修身以儒，治心以释；另一方面，儒学虽退出治心之域，但佛教治心之法也涵纳了儒学的因素，这就是佛教忏法与儒学自讼概念的整合。

1．心具三千

宋初天台行忏之风极盛。忏悔本与佛教戒律有关，比丘犯有犯戒造罪之行，故佛陀以忏悔之制对治之，有思过改正之义。伴随着佛教入华，忏悔思想被中国人接受并逐渐仪式化，故产生了专门用于忏悔的仪式——忏法。天台佛教对忏法的发展有特别的贡献，尤其是天台智顗对忏悔概念予以新的诠释，并把忏悔之法融摄到其止观修证体系中，将其由事相提升到理法之高度。故在天台佛学那里，忏悔之法有作法、取相（观相）、无生三种，前二是事忏，后一是理忏。其中前二者分别破违犯戒律的声闻罪、破业缘的体性罪，后者则是破无明烦恼，究竟去除众罪的本源。
由于“恶”之本源问题的凸显，忏法在宋代天台行法中地位进一步突出，由此引发了天台内部对于理忏、事忏关系的激烈争论。其时，知礼（960—1028）有“四明忏主”之名，遵式（963—1032）则享“慈云忏主”之誉，均有应请为国行忏祈福之举，对大众施忏济度之行，于山家派正统地位的确立起到了关键作用。不同于山家知礼极端的行忏苦行，智圆强调的是无生忏悔，纯谈理观。智圆认同理忏，缘于对恶的理解有异于知礼，因为“性中之恶，恶全是善”，其理论根据便是“心具三千”之说。

心具三千说乃是天台性具论与华严唯心说结合的结果，在智圆之前，天台山外派先驱已经致力于这一整合工作。智圆之师奉先源清（？—997）以一念为理、真性，沟通了心具论与宗密的“寂知”之真心，开启了心、性融合的序幕。不过直接以一念为真心，为理，这与天台传统相违，有很浓郁的宗密之学的色彩，所以遭到山家四明知礼的批评，被指责为混乱了心、性和事、理。因是之故，智圆若要将心、性融合的工作予以推进的话，就必须处理一念与性的转化问题。在此，天台一心三观的思想传统给予了智圆以灵感。根据一心三观说，诸法同时呈现为空、假、中三谛，故作为一法的当下一念也同样具此三谛性，所以智圆说“一家所谈刹那妄心即三谛理，具足三千依正之法”，故“但观六识妄心即三谛妙性：假故三千宛尔，空故当体泯然，中故心性不动”。 
这样心与理、性之关系就从外在的心、性对立模式转变为俗谛（空前假）妄心与心之三谛的内部关系，这避免了源清径直以心言理的不通，也区别于别教偏指清净真如为理者。

依此，智圆将湛然的理造三千、事造三千概念表述为：理造乃是心性能具，事造便为妄心所造（变现），“所变处无非三千者，一性本具，是能变，即理造也；十界依正是所变，即事造也。不变随缘，理即事故，十界依正炳然差别；随缘不变，事即理故，界界三千未始改移。”智圆既以理、事关系把握心性、妄心，则也就确立了心性、妄心的体用关系，由有心性之体，方有妄心之用。对此，智圆有一个非常形象的镜像之喻：“又可以镜喻心性，明喻理造，像喻事造，虽像现有去有住，而明性常具众像，虽事造有灭，而理性常造三千，像现全在镜明，事造不离心性，事理不二，明像常同。”
此喻中有三个基本要素：镜、明、像，分别譬喻心性、理造、事造。心性如镜体，乃是寂然不动的；理造则同镜之明性，本具众像；事造乃镜之像生，为随缘而生事像。

智圆之喻从结构上呈现了两层体用关系：一层是镜体与明性关系，镜子为明性之体，而明性则为镜体之用；第二层关系则是镜子、明性与像现，镜子、明性合为后者之体，而像现则为前者之用。将此两层体用关系用心具论来表达就是：心性本具三千法（理具三千）构成第一层体用关系，心性随缘而生三千法（事造三千）形成第二层体用关系。从两层体用关系可以看出，心性自身始终为体，事造之三千法则不改为用之角色，二者并无有“直接”之体用关系，乃是以理具之“三千法”为中介而实现的。换言之，心性“间接”地成为事造之体，事造则“间接”地成为前者之用。由此，在智圆那里，所谓的“由有理造方有事用”要有心性之体的最后支持，而不似知礼那样是直接的“理造即融事造”之关系。

心性、妄心的两重体用关系实际上将妄心与心性置于一可“调停”的对立状态下：心性、妄心表现为真、妄二元对立，但妄心之源也正是心性之本具三千。因为由有理具（心性能具）方有事造（妄心所造），则妄心之事造三千非本于妄心自身，乃是源于心性之能具三千。故此，妄心之成立不在于其遍计而变造诸法，乃在妄心对其所变造之法来源的无知，其实也就是对心具三千的蒙昧。既然了达妄心之源就是心具三千，则对妄心的对治也就转化为对心性的开显，也就是即就妄心本身而开显心性。
2．理忏与自讼

心具三千说指示了心性能造三千法为妄心之源，这表明智圆对根本之“妄”有一深刻理解。与此同时，智圆虽以心性能具三千法而为妄心之源，但心性理体自身是清净的，不本具染毒。换言之，妄心实际上源于心性之性恶法门，而非心性理体自身。由是，智圆反对知礼的理毒即非性恶说，坚持理毒非是性恶。理毒既非性恶，则可消伏；性恶为天然法门，不可破。

理毒概念出于天台智顗，在《请观音经疏》一文中，智顗谈到佛菩萨要消伏三种毒害，即事毒、行毒、理毒。其中，事毒即是虎狼刀剑等也，行毒即五住烦恼也，理毒即是“法界无碍，无染而染，即理性之毒”。对此三毒，智圆于《请观音经疏阐义钞》有自己的解说，其以为《请观音经》乃是观世音菩萨应众生之请(机)而为众生消伏三障之毒，所以此乃菩萨化他，而非自行因果求解脱，“故观音说所证之法，治他三障之毒。”
三障之法既是观音对治之毒，则三障之一的理毒就不是观音（圣人）所具之毒，乃是圣人要消伏的众生所具之毒，也就暗示了理毒不存于圣人之境界中。观音（圣）化众生(凡)是基于感应关系，而凡圣之能感能应是建立在“理具”（心性具三千法）的基础，即“凡由理具三千故能感，圣由三千分显故能应”。凡圣感应在于“理具三千”，也就是心性具三千，这就将传统“性恶”法门与心具论结合起来。智圆指出，三因佛性对应于一心三谛三千，“性德缘了本自有之：今三千即空性，了因也；三千即假性，缘因也；三千即中性，正因也。是故他解唯知阐提不断正因，不知不断性德缘了，故知善恶不出三千”。
显然，从“缘了二性”意义上理解性恶法门，乃是坚持传统性恶论的宗教救度维度；而认为性恶法门不出三千，则是为性恶论确立了一个心具论的基础，所谓“既但立净性，不云理具三千，则无性恶之义”
。这样，依循智顗的圣/凡对性恶之达/不达的逻辑，智圆以为凡圣无别是指“理具三千”（心性具三千），二者差别乃在对心性的“开显”程度不同。观音既然是悟法成道，则其已证达心性三千；凡夫既尚未觉悟，则也就谙于心性三千。但即便如此，众生“能感”，则说明其对心性三千已有所触动，而正是因为有众生这样的触动，方有圣者的应对，消伏其毒害，开显其心性。就此而言，圣之化他隐含了凡之自行。智圆讲得很清楚，“此咒消除三障用也，显发三谛力也”
，这就将除障救度最终落实于心性的开显上。
依此，智圆的理毒非性恶立场也就很好理解：性恶乃是圣人心性所具之化他法门，理障则为理性（心性）随缘而生之毒害，属于修恶，圣人是要凭依性恶法门以去除众生之修恶。故此，智圆以为理毒乃是所消伏，性恶则为能消伏，二者不可混同。智圆对理毒与性恶的分疏确保了心性自体的清净，同时又以“理具三千”表述性恶法门，说明了染毒之源。由此，要消除修恶就要了达修恶之源——性恶。
妄心之源既在心具三千，则指示了罪业之深重，故要求行忏悔之法。不过相对注重事仪行忏的山家一派，智圆强调的是无相理观，以为忏悔的根本非是著于事相，乃是心性之开显，心性之开显程度决定了行忏之深浅，若“专求好相”，则“恐落魔境”。其曾指出，小乘“不能观心即空，名为不忏”，故但忏界内之罪，不忏宿罪。而界外宿罪则是根本无明，“达无明即法性，名无生忏”。可见无明的除灭也就是对法性的了达，而同时并不破性恶法门。
基于这样的忏悔观，智圆特别将佛教忏悔与儒家自讼概念联系起来，故于《湖州德清觉华净土忏院记》一文中云：“且吾释氏之勉忏悔者，其实自讼之深者，改过之大者。何哉？夫能仁阐一乘寂灭之理，张三世报应之事。俾乎达其理者则反其妄，信其事者则迁其善。蚩蚩元元，既不能寡其过，于是乎使观其心而知罪无相，不曰自讼之深者邪？对其像而誓不造新，不曰改过之大者邪？”

智圆在此引入内自讼概念实有深意焉。内自讼之说本出于孔子，“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论语·公冶长》）。讼者，包咸注曰：“讼犹责也，言人有过，莫能自责。”
可见，自讼即指对己之过失自责反省，悔过改正。事实上，“过”一词在《论语》中频繁出现，是夫子思想中很重要的概念，虽然其未对“过”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这样的表述说明，“过”本身并非一定是怎样的大错，关键是“知而后改”，所以不要如小人那样“文过”，而是“过则勿惮改”，夫子对颜渊的评价即是“不贰过”。实际上，能自讼也就是为仁，所谓“苟志于仁，无恶也”（《论语·里仁》。在此，夫子之言能行内自讼者寡矣，乃说明了自我主动内省以迁善远恶者之罕有，故有“恐其终不得见而叹之也”，其关注点在能行内自讼之“人”的“寡少”，而非自讼之难，因为自讼之关键在于是否有志于仁。相对于夫子的不见“斯人”之叹，智圆特别强调的是内自讼之“行”的“难”义，“噫！能自讼而改过，庶乎为善人君子，难矣哉，不然何圣师感叹激励如是之甚也”。
藉此对儒家内自讼概念的重新解读，智圆实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在儒家那里，内自讼为很高之道德境界，差不多只有君子能行修之，故对一般儒者为难行之法。相反，佛教释子的忏悔之法能将儒家内自讼之行贯彻落实且深且大：由有无生理观，所以佛教之自讼为深；由于有自咨之“假他人之纠举”，故改过为大。这样，通过“释氏之勉忏悔者，其实自讼之深者”的表述，佛教忏悔不惟不与儒家之道相冲突，且就是对道德践履的推进和实现，是真正实践了夫子的为仁原则。对比山家派对忏法苦行的强调，智圆理忏显然突出的是忏悔的道德实践意涵，“治心以释”意在此也。

智圆这一处理方法的理论意义在于：其将佛教忏悔表述为儒学之“自讼”，这是宋初佛学的新“格义”，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格义不是作为一种“方便”来更好“理解”佛学名相，乃是出于直接“表述”它的目的。在此，表述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将对教法系统的身份判定由价值指向转向功能作用，其实也就是取消了教法身份与某一价值指向间的必然对应关系。
如是，儒、释就从不同的价值维度关系转换到同一价值维度上的不同功能层次的关系。故通过身份、价值的置换，佛教的身份得以与儒学的价值结合起来，从而“形变”为新的佛教形态。

                       二、为仁与为善

智圆既治心以释，则修身以儒。如果说在宋初历史语境下，前者尚可被接受的话，那么后者实被时人视为狂徒、异端之举，因为既为释子身份，如何又以儒学修身安顿自我呢？对此，智圆实有一理论上的处理：释道儒宗，其旨本融。这个本融之旨就是“迁善而远恶”。为此，智圆对儒学予以了新的解读，将其定位于为仁向善之学，而非礼学。为仁者虽不必有现世之福，必得后世令名之大福。这样释子之修身以儒就具有合法性，因为其并非是将自身置于现实礼法世界中，乃是为仁修身而指向超越的道德世界。
1．修身与为仁

修身特指围绕自我安顿而展开的道德实践活动，其本是儒家独擅之场，与佛教的清净解脱修行没有内在关联，佛教自有一套对治色身的禅定技术和规范自我的戒律。修身成为佛教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乃是伴随着宋代佛教的发展而产生的。正如近年来学界研究所表明的，宋代佛教其实是相当的兴盛，
禅宗的景况自不必说，天台宗也有相当的发展。不过由于唐宋社会的转型，带来了对佛教出世间法超越性地位的侵削，故宋代佛教的发展有一对合法性的诉求，其兴盛之况有赖于佛教与世俗社会的紧张博弈。缘由于此，宋代佛教的兴盛也带来了许多问题，这突出表现在佛教僧团清净性的淡化和释子品格的阙失，由此造成佛教虽现繁荣之表象，而内存事实之衰微。对此，智圆极为清醒，感触颇深：“于戏！大法下衰，去圣逾远，披缁虽众，谋道尤稀，竞声利为己能，视流通为儿戏。遂使法门罕辟，教网将颓。”
智圆还于《勉学》一文中特别突出了求道、谋利之对举，感叹人多耻于衣食之匮，不耻学不若人。

智圆的思虑，显示了僧界内部存在的问题，至于如何“救弊”，佛教界虽然有见仁见智之不同，但要求释子“修身”以德则是一致的。如知礼曾为“长讲”台教之所，要求弟子能具有五德，包括“戒德有闻，正己待物”、“克远荣誉，不屈吾道”等。知礼对修身的重视反映了释子德行人格于道场维系的重要意义，不过其并未将“修身”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我实践活动对待，也没有一套系统修身理论的提出。事实上，从知礼对行忏苦行的强调可以看出的，“自我”的安顿在知礼那里根本上还是通过忏法实现的，这尤其表现在“身体”的价值是借助“自焚”这样极端苦行形式而落实的。换言之，知礼坚持了佛教修行体系对“自我”的控制，没有把对自我的处置让渡给儒学。相对于此，智圆在强调结界以清净道场的同时，正面处理了“修身”的问题，凸显了释子道德人格的维度，故明确“修身以儒学，治心以释”。这一方面“自拘”了佛教修行之所，将其限定在“治心”之域，另一方面则是将围绕身体展开的自我安顿问题让渡给儒学。当然由此一来，智圆必须要在理论上处理释子身份与修身以儒如何统一在一起的问题。这其实就涉及到如何理解“修身以儒”的意涵，关涉到对“儒学”本旨的新诠释。

在智圆之前、特别是隋唐思想界的三教论衡中，佛、道二教居于主导性地位，儒学则主要是被定位为名教“礼学”。名教既是儒家的自我身份认同，也是佛教、道教对儒学的赋予，如唐代释者法琳云“考周孔六书之训，忠孝履其端”，
所以关于释子是否应该行跪拜之仪的争论从庐山慧远一直延续到唐代，唐代释子彦悰还专门编撰了《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一书。至中唐古文运动的兴起，作为儒者的韩愈不满于儒家限于“名教”的身份状况，故提出儒家道统说以对抗释道二教，以为仁义道德乃道之所在，“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仁、义既为儒道之本，纲常名教乃有所依，则佛教之弃君臣之义、去父子之情而求清净寂灭之道无有合法性。显然，韩愈虽意欲确立儒家之道，其目的还是在落实名教，故儒学“礼学”的身份并未根本改变。即便到了宋初，我们看到士大夫对儒学的理解也还是以礼言儒，以此分限儒释，如名士晁迥（948—1031）曾指出：“儒门以礼乐为事，礼在检其迹，乐在和其心，斯为儒门之本也。夫惟升降揖让之容，采章形器之物，繁会节奏之音，鼓舞蹈厉之状，以为礼乐者，斯乃儒门之末者也。”
儒家乃“以礼乐为事“，故其本是“检其迹”，“和其心”，其末则在追求礼乐的“形式”性一面。故晁迥认为“儒教本于名与情”，乃在“原情而立法”，即立礼而检规人情。

由于儒家的礼学身份，儒、释被置于世间法、出世间法的对立格局中，虽有如《三笑图》所描绘的儒者与释人之间的沟通、默契，但儒释二教之间难有内在的融通。作为一名释子，智圆自然未否定“礼”对于儒学的重要性，但出于对儒释之旨融通的思考，其并不以“礼学”为儒家根本之旨所在，而是将“礼”纳入到以仁为核心的五常之中，以“仁义”定位儒学。事实上，检索智圆的文集《闲居编》，可以看到相当多篇目是关于儒学这一主题的议论和辨析，如《善恶有余论》、《福善祸淫论》、《道德仁艺解》、《周公挞伯禽论》、《好山水辨》、《勉学》、《诫恶劝善》等。于诸文中，智圆反复申诉的是仲尼之道“要其所归，无越仁义五常也”，君子当存仁心“迁善远恶”。既然儒学之本不为名教“礼学”，乃是行“仁义道德”之为善之学，则修身以儒就不是一般性的修身以礼，
乃是修身以仁。为此，我们可以看到，智圆特别发展了一种将仁等五常原则贯彻到释子之日常生活的技术，这尤其体现在他的为文、交友、赏景等方面。如其有一段关于君子、小人山水之乐的典型论述：“夫君子之好也，俾复其性；小人之好也，务悦其情。君子知人之性也本善，由七情而汩之，由五常而复之，五常所以制其情也。由是观山之静似仁，察水之动似知。故好之，则心不忘于仁与知也。”

君子与小人均有好山水之乐，赏风景之趣，此情无有不同，君子与小人之别但在对待情之态度：小人唯是“务悦其情”、“以快其情也”，而君子则是“五常所以制其情也”、“俾复其性”。“观山之静似仁，察水之动似知”，可见即便在自我独处，面对自然景致之时，同样可以以五常修身，这其实是将儒学仁学从立基于礼法世界转换到一个新的场景：自我日常情感的表达世界。于此世界中，人若不以五常制情，则有堕为土木禽兽之虞，所以，智圆勉学不已，以为“学不须臾怠，道不可须臾离”，怯同土木禽兽而不“成”人也。为此，智圆处处为学，时时为学，故云：“虽或傍佯户庭，夷犹原野，以暂颐养目观，心思亦未尝敢废于学也。由是登山则思学其高，临水则思学其清，坐石则思学其坚，看松则思学其贞，对月则思学其明。万境森列各有所长，吾悉得师而学之。万境无言而尚可学；人之能言，虽万恶则必有一善也。师一善以学之，其谁曰不然乎。”
目之所及即有可学之处，则学的过程就是“见贤思齐”，内省自我，也就是为仁。
2．为善与大福

智圆以儒学本是仁学，其主旨是“迁善远恶”，这就把“为仁”之学置换为“为善”之学，由此智圆基于释子身份展开对儒家仁学的解释学。
儒学既是为善之学，则儒学也就面临着德行与福报的统一性问题，因为若善恶无徵，则为善的合法性难以保证。为此，针对唐代士人牛僧儒“善恶无余论”，智圆撰《善恶有余论》，申明善恶有余之旨。“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之说乃出于《周易·坤卦》，其指现世之人的善恶之业必将影响到后代，或泽被子孙或遗祸后人，故为“余庆”、“余殃”。显然，此说的给出乃是基于现实经验世界中因果不成、善恶无徵之况，对福、德统一的处理，对行善合法性的确认。然对此说，唐代士人牛僧儒颇不以为然，故于《善恶无余论》中提出“积善庆于身，积不善殃于身，俱无余也”的说法。
其以为人之行为与果报当系于一人之身，不存在着行为主体与承受主体之分，故善恶之行并无有对后世家人之效应。对于僧儒之说，智圆虽部分认可，然“理则美矣，奈何反圣人之经乎”，以其非是圆满的解说。为了维护儒典余庆、余殃说的合法性，智圆提出了自己的诠释：“夫余殃、余庆之说盖系于己，不系于子孙也。何哉?且士有履仁义尽忠孝者之谓积善也，岂但享福于一朝，其实垂令名于百世也。垂令名于百世，非余庆耶?其悖逆残贼者之谓积恶也，岂但速祸于一朝，其亦垂丑名于百世。垂丑名于百世，非余殃耶。”

智圆吸收了牛僧儒的积善庆，积不善殃俱于身的观点，但将之推广到余庆、余殃，此之“余”于智圆而言即是身后之令名、丑名。名者，人之指代也，人过留名，人已亡而名可传之百世，故名之意义大矣。名之好坏系于人之所为，善行有好名，恶行有丑名，故当慎其行也。身后之好名即是余庆，恶名则为余殃。智圆以“令名”的形式重新确立了“余庆”之有效性，这自然是对传统意义上的“庆”观念的改变。世俗之人以一世之富贵崇高、安康寿考之谓福，以一世之贫贱侧陋、刑戮短折之谓祸，对此，智圆以为此乃庸人之情。相对于这种俗人之小庆，还有君子之大庆。在《福善祸淫论》一文中，智圆说道，“夫君子之谓祸福者，异乎哉。为仁者有大顺之显名，垂于亿载之下，虽童子妇人犹知，贵而好之，非福如何?岂以一世贫贱。侧陋刑戮，短折之为祸也。……为不仁者，有至恶之显名，垂于亿载之下，虽童子妇人犹知，贱而恶之，非祸如何?岂一世富贵崇高、安康寿考之谓福也。”
垂亿载之令名即是大福，即便生前寿短贫陋。故儒家君子虽处贫贱、困厄，可以不改其为仁之道，因为君子之求大者、远者，垂亿载之美名即是君子所求之大福。这样，智圆即以令名说确立了行善之有效性，统一了儒家思想中的福、德问题。

对余庆、余殃说的维护显示了智圆对儒典的遵从，不过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其论证方式的特别性，因为其很有意思地把《周易》中的余庆、余殃说与《论语》中的“为仁”思想联系起来，从而证明君子为仁必得大福之报，故为仁是有效的。事实上，余庆、余殃说与“为仁”处于不同之经典语境，二者之间并没有特别之关系。余庆、余殃说乃是一般性探讨世间之人行善的有效性问题，而为仁之说则是特别说明儒家君子仁道的由己自得之乐。尽管《论语》给出的“颜子屡空”之例突出了君子为仁与困窘处境的矛盾性，夫子并未就此引向对为仁有效性的追问，因为“为仁由己”,所谓“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既全在于己，则外在境遇不足虑也，也就以“回不改其乐”之自得之乐消除了意义危机。至于不堪之境域，夫子归诸“命”，实不予以正面处理。事实上，夫子并未在“为仁”与个人境域之间建立一必然因果关系，正如夫子曾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此段文字的核心思想是“不违仁”，夫子强调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不可以造次、颠沛之故而去仁，故君子是“里仁”，始终居于仁中。因是之故，仁就与富贵、贫贱无有干系。因为富贵、贫贱之“得”有赖诸多因素，或因道，或不以其道，故其与道之关联无有必然之因果性。对于不以道取之的富贵，则不居之、享之；对于不以道得之的贫贱状态，亦不去之、离之。前者很好理解，因为夫子有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不可理喻的是后者：“贫贱”与“不道”有关联吗？事实的确如此，按照夫子的理解，富贵、贫贱都有可能由“不以其道得之”，所以君子自然要弃舍不义之财，同时也要忍受目前这种由不道所带来的潦倒状态，至于由因道而引发的困窘之境，则更应该安之若素。

相对于《论语》洋溢着由“不违仁”而带来的自得之乐，当智圆将《周易》中的余庆、余殃说与《论语》中的“为仁”联系起来时，其把君子之“为仁”特别表述为一种“为善”，将为仁、违仁对举转向为仁、不为仁对比。为仁既是为善，则为仁、不为仁也就是为善、为恶，由此带来了令名、恶名之不同。这样，只是要把现实之富贵换成身后之令名，“为仁”与富贵的非因果关系就转换为一种因果关系。

君子为仁必得后世之令名，此意涵深刻。为仁与令名之间因果关系的建立不仅解决了为仁与屡空之境的不协尴尬，而且由此确立了一个超越的道德秩序，给出了一个超越性的评价系统——普遍之“善”。由有此普遍之善的存在，垂亿载之令名方可维持，从而为君子为仁行善提供了一个终极性的保证。故在现实之名教礼法世界中，君子为仁行善不必然有福报，但其必然会在超越的道德世界中得令名大福。既已明儒家为仁修身之旨，则释子之修身以儒非是限于世间之名教礼法，而是为仁向善，指向一个超越的道德世界。故智圆虽蒙异端之名，受侧目之视，而坚持于治心以释外，修身以儒，，“拳拳服膺，罔敢懈慢”。

智圆儒释整合的思想在宋初思想史上有着重要意义。智圆的学说主张不是单独作为儒释关系理论而提出的，而是在宋初天台佛学内部激烈的教义之争的背景下形成的，故与其山外派的理论立场有着内在的关系。面对佛教合法性的危机，知礼意欲以极端性的圆教理念“自拘”佛教，以行忏苦行之“治恶”表达其“治世”功能。不同于知礼，智圆将佛教表述为心性开显之“治心”之学，以治心为“治本”而间接参与到人间秩序的建设中。
由此，佛教虽自拘而将“修身”让渡给儒学，然“修身以儒”不但为儒者之务，亦成为佛教释子修行实践的必要组成部分。通过这样的处理，智圆将儒学因素纳入到佛教体系中，从而“完备化”了原有“纯粹”佛教形态，使其呈现出“整体性”的形态。就此而言，宋初“沙门的士大夫化”和“释教的儒学化”不可理解为佛教对儒学的单向转化，而必须将其作为佛教思想形态整体化模式下的组成要素来考虑。天台佛学开启了宋初的整体性思想形态，这对我们理解宋代儒学的复兴尤其是理学的崛起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也有助于我们更多从思想形态的生成机制角度思考新的学说体系的形成。

� 钱穆、陈寅恪先生均曾提及智圆开掘《中庸》之旨与新儒学产生的关系。漆侠先生除指出智圆对宋学（而不单是新儒家）形成的重要作用外，还突出了智圆的儒家道统观和文艺观的意义。分别见钱穆：《读智圆〈闲居编〉》，《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 《荀子·解蔽》中提出“治心”以道，《荀子·修身》中则明确将“礼者，所以正身也”，与“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并置，反映了《荀子》实将“治心”纳入到一个大的“修身”体系中。


� 圣凯：《论天台忏法的形成及其思想》，《东南文化》2004年增刊1。


�《金刚錍显性录》（下简称为《显性录》）卷3，《续藏经》第100册，第553页下。


�《显性录》卷3，《续藏经》第100册，第552页上。


�《请观音经疏阐义钞》（下简称《阐义钞》）卷1，《大正藏》卷39，第977页下。


�《显性录》卷3，《续藏经》第100册，，第557页上。


�《显性录》卷2，《续藏经》第100册，第533页上。


�《阐义钞》卷1，《大正藏》卷39，第977页下。


� 知礼则是据别理随缘说，从性/修两个层面上把握无明/法性关系。其以为，约修则忽然不觉而生无明，对性论起，则“从本觉体而有不觉”，故“其实一切众生自无始来，唯有迷妄不觉而已”。这就突出了事忏的必要性和忏法作为一仪式制度的合法性。参见吴忠伟：《圆教的危机与谱系的再生——宋代天台宗山家山外之争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


�《闲居编》卷23，《续藏经》第101册，第122页下。


� 见刘宝楠：《论语正义》。


�《闲居编》卷23，《续藏经》第101册，第122页下。


� 于此我们可以联系起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声音形象与概念之间任意性关系的思想。


� 参见Peter N. Gregory & Daniel A. Gete:Buddhism in the Sung，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9.


�《闲居编》卷30，《续藏经》第101册，第141页上。


�《辩正论》卷1，《大正藏》第52卷，第491页中。


� 晁迥：《法藏碎金录》卷4。


� 修身以礼的传统更多来自于荀子，荀子云：“礼者，所以正身也！”（《荀子·修身》）。根据李晨阳先生的分析，荀子的礼与修身有直接关系，正身就是修身，“在荀子那里，善不是发自内心的，而是来自外边。圣人教人们修身为善，就是教人们遵循礼义”。见氏著：《荀子哲学中“善”之起源一解》，《中国哲学史》，2007年第4期。相对于荀子，智圆以人之性本善，所以修身不是荀子的“积礼义”过程，而是内在之善由“汩乱”而回复到“治”的状态。


�《闲居编》卷25，《续藏经》第101册，第127页下、128页上。


�《闲居编》卷25，《续藏经》第101册，第114页下、115页上。


� 李幼蒸先生近年提出一个仁学解释学的概念，指出儒家仁学的结构主义特征，即有一个历史形态（孔孟思想）和一般性基本伦理学形态的区分，这样原始仁学可以通过“扩解”而成“新仁学”。参见氏著《仁学解释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李先生这一提法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智圆如何以释子身份“扩解”原始仁学。


�《闲居编》卷18，《续藏经》第101册，第106页下。


�《闲居编》卷18，《续藏经》第101册，第107页上。


�《闲居编》卷18，《续藏经》第101册，第109页上、下。


� 余英时先生对此问题关注的角度是：由于北宋佛教的儒学化和沙门的士大夫化导致的儒释的互动，佛教亦提出了对人间合理秩序建设的要求。见氏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篇），三联书店，2004年。





